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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治目的和理學家教育理想在

官學和科舉的結合

—以薛瑄思想為例**

許　齊　雄*

摘　要

自宋儒開始，理學家便長期利用書院作為他們宣傳理學的舞臺，尤其是

當他們對國家體制中的考試和教育感到失望時。這裏所指的是科舉考試和全

國性的官學系統。直到明初，南方的理學家還是積極地從事書院的興建與重

修工作，並講學於其中。這些活動有效地為讀書人提供了國家體制外的選

項，甚至構成競爭關係。但是來自北方的明初理學之冠薛瑄，卻有著迥然不

同的見解和行動。他非但拒絕將自己私人的教育活動規範化為書院活動，他

還主張國家育才和選才的政治目的應該和理學家的教育理想結合起來。對薛

瑄而言，國家的科舉和官學系統不僅應該以程朱學術為根本，他甚至將自己

的哲學核心思想「復性論」的傳播寄託在科舉和官學系統之中。這不僅迫使

我們重新思考理學家、書院、官學和科舉的關係，也激發我們去思考理學的

南北差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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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宋代以來，各代朝廷對於從中央到地方的教育投資，以及對於科舉制

度的支持，無不有一個明顯的政治目的。即不管是「育才」、「儲才」、還是

「選才」，朝廷最終的政治目的就是希望參與其中的士子能為其所用，以充實

龐大的官僚系統。理學家的教育理想則不同。「為己之學」一直是理學家對

教育的根本認知和立場。1 本文將先勾勒這段時期程朱理學、書院、官學和科

舉之間的關係，進而討論薛瑄（1389-1464）在明初北方的環境下所代表的不
同立場。2 

二、科舉／官學以及理學／書院的對立

在中國教育史的研究框架中，自宋代以降，科舉、官學和書院就一直

處在非常緊密而複雜的關係之中。科舉和官學作為政府取才和育才的途徑與

場所，其互動和相輔相成更是不言而喻。尤其是在明代「科舉必由學校」的

制度下，所有想通過科舉入仕的士子都必須在較早的階段就有官學諸生的身

分。3 所以對以科目為尊的明代政府和士子來說，科舉和官學自然是互為表裏

的。

另一方面，書院和科舉的關係就更為複雜，有些書院確實是為科舉服

務的。可是好些書院，尤其是由宋明理學家所創建、重修、主持或講學其中

者，往往是對於當時的科舉制度或者官學系統的一種回應。在南宋的理學脈

絡中，理學家們回應的方式不僅是通過在書院的講學教育活動傳播他們的思

想和學術，Robert Hymes 甚至認為朱熹（1130-1200）等所倡導的書院，是他

  1 Wm. Theodore de Bary, Learning for One’s Sel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16; Thomas H. C. Lee,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 (Leiden: Brill, 2000), 

pp. 2-9.

  2 「官學」是指國家教育體系下的官方教育機構，而明人其實多以「儒學」稱之。為了避免誤

會，本文一概用「官學」一詞。

  3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69〈選舉一〉，頁1675；卷70 

〈選舉二〉，頁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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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為士子所提供的一個直接且公開的官學系統以外的替代教育途徑。4

本文所謂的「理學」主要還是指「程朱學」這一學術傳統和立場而

言。當然，在整個「道學」或者「新儒家」的範圍內，在南宋還有以陸九淵

（1139-1192）為首的「心學」傳統，而在明代則有以王陽明（1472-1529）
為宗的新學派。但是 Hymes 指出陸氏由於家族背景的關係，本對於書院這

樣的機構無甚興趣。5另一方面，王陽明生於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人物薛瑄

之後，所以於此不論。更何況，薛瑄是程朱學派的誠篤信徒也是學界熟知的

事。6

而學界將理學家的書院和官學對立起來是有一定的根據的。畢竟，在理

學創始之初，書院就是理學家們傳播其學說的主要舞臺。7 例如朱熹對白鹿洞

書院的重修是在理學發展史上至關重要的事。8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書院

在南宋的復興其實得力於以朱熹為代表的南宋理學家之提倡。李弘祺指出朱

熹不僅一手恢復了書院的私人講學傳統，他也是第一個將精舍和書院兩個不

同的傳統聯貫起來，並將「為己之學」的理想和「私人講學」的民間制度相

結合的人。9 李氏的研究也顯示：南宋書院的私人講學有別於官方教育傳統的

特色，其實要直到朱熹等理學家的倡導才成立。10 那麼我們就更有理由接受

宋代以後，尤其是南宋以後書院的性質，一開始就為理學家的教育理想所左

右。書院作為一個傳播理學的平臺，甚至可以讓理學家藉此影響地方文化。11 

  4 見“Introduction,” Robert P.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 eds.,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22-23.

  5 Robert Hymes, “Lu Chiu-yüan, Academie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Local Community,” in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e eds.,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456.

  6 黃宗羲，《明儒學案》（臺北：中華書局，1970），卷7〈河東學案〉，頁3a。

  7 Chan Wing-tsit, “Chu Hsi and the Academies,” Neo-Confucian Education, p. 413.

  8 John W. Chaffee, “Chu Hsi in Nan-K’ang: Tao-hsüeh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Neo-

Confucian Education, pp. 414-415.

  9 Thomas Hong-chi Lee, “Chu Hsi, Academies and the Tradition of Private chiang-hsüeh,” Chinese 

Studies 2.1 (1984): 301-329；李弘祺，〈精舍與書院〉，《漢學研究》10.2 (1992.12): 332。
10 李弘祺，〈范仲淹與北宋的書院傳統〉，收入《范仲淹一千年之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90），頁1424。
11 李弘祺，〈宋元書院與地方文化—吉州地方學統與民間宗教關係試析〉，杭州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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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方面，John Chaffee 論證了中央政府在南宋時期十分明顯地抽離了

對地方教育的參與。尤其是在高宗朝（1127-1162）之後，朝廷甚至不再積極
參與地方官學的事務。但是官學一落千丈的水平並不影響其作為士子準備應

付科舉考試的場所。而這自然進一步刺激了書院的發展。12 整體上而言，正

是因為宋元時期官學在科舉制度中的角色日益加重，所以 Linda Walton 因此

主張書院的興起正是基於理學家們對官學教育的不滿和回應。13 

當然，官學和書院在南宋的關係不一定就是簡單的非此即彼。雖然經過

「朱熹的努力，書院成為中國教育史上一個永久性的機構，負擔起地方教育的

主要工作」，因此「書院是理學思想最重要的傳播工具」；但是在諸如人事安

排和經濟資源的管理等問題上，書院還是仿效官學的。14 陳雯怡則進一步點

出「南宋書院在制度上仍是朝向官方支持發展，而成為官學制度與私學精神

的結合」。15 

除此之外，書院在祭祀活動方面也和官學系統起著一定的互動。理學家

一方面在書院內效仿官學而於其地進行祭祀典禮；另一方面，其祭祀對象則

不一定是朝廷所頒布的廟學從祀人物。16 所謂「廟學」者，即「文廟」或者

「孔廟」，以及「講堂」的合稱。前者是祀典舉行的場所，後者則是教育活動

進行的地方。雖然一般行文中所謂「官學」者，尤其是在唐宋以後的時間框

架中，是指稱國家的官方教育機構；但是仔細分析起來，「官學」者其實是

指「廟學」，因為國家的教育機構是包含宗教和教育兩個空間的。或者按高明

士的說法，廟學就是「由廟（即祭祀園地）與學（即教學園地）兩園地所構

編，《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
頁26-49。

12 John W. 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p. 84-94.

13 Linda Walto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Neo-Confucianism: Scholars, Schools, and Shu-

yüan in Sung-Yüan China,” Neo-Confucian Education, p. 458.

14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頁28-29。
15 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出版公

司，2004），頁43。
16 Linda Walton, “Southern Sung Academies as Sacred Places,” in Patricia B.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 33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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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學校制度」。17 

雖然胡務質疑從唐代開始就有完善的「廟學」制度，但是他認為「廟

學」制度到了元代就逐步完善起來了。18 在元代完善了的廟學，基本上為明

代所繼承。胡氏也指出，元代廟學無論是在數量，或者配享和從祀制度，以

及教官俸祿的發放形式都存在一定的南北差異。這些差異和元代統一之前南

北長期的政治隔閡，學術發展的不同情況，以及南北經濟生產的距離有關。

這些差異的消除直到明代才完成。19 

中外學者對於官學、科舉、書院的研究成果不可謂不豐碩。但是直到

本世紀出版的有關中國教育史、科舉和書院研究等中文專著中，還是有不少

人簡單地將官學與科舉，以及書院放在一種直接的對立關係中。例如當有學

者說「統治者既主要以科舉和學校為取才之道，士人也為功名利祿而甘趨此

途，則書院的冷落不振是必然結果」時，無疑就是基於這種二元法。20 科舉

和官學是為教育服務的，而這裏的教育是為政治效勞的。所以在明代，真正

致意於傳播理學的學者們，有不少還是利用書院作為他們教育活動的舞臺。

有學者在批判明代政府將書院納入科舉的軌範時就認為「本來，在科舉制度

的影響之下，唐宋以來學校名存實亡，使學術荒疏，人才日弊。書院的出現

可以補救學校之失，是專門講學和傳授儒家思想的地方」。21 或者又有學者在

比較明代的學校和書院時，判斷學校是「專以科舉取第為務」，書院則是「貴

育真才，續道脈」。22 總之，對一些學者來說，和腐敗的官學比較，明代的書

院先是「講求程朱理學的基地」，後來也成為「推崇陸王心學」的地方。23 

17 高明士，《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60-61。另外，
可參考高明士，《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臺北：國立編譯館，1984）。高明士認為「廟
學」制的存在，是東方文化中的普遍性要素。當然，東亞各國從祀孔廟者不同，此為普遍

要素中的特殊要素。見高明士，《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4），頁348。
18 這一方面的討論可參考胡務，《元代廟學—無法割捨的儒學教育鏈》（成都：巴蜀書社，

2005）， 頁2-6。
19 胡務，《元代廟學》，頁162-165。
20 張惠芬、金忠明，《中國教育簡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350。
21 李純蛟，《科舉時代的應試教育》（成都：巴蜀書社，2004），頁269。
22 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146-150。
23 朱漢民等，《長江流域的書院》（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436-449。



漢學研究第 27卷第 1期92

三、國家政治目的和理學家教育理想的結合統一

（一）明初的理學家和官學系統

在這科舉、官學、書院和理學的錯綜複雜關係中，科舉和官學在明代

自然是緊密相連的。由於理學的高尚人文情懷和學術傳統，理學家們普遍對

科舉所帶來的弊端頗有微言。例如薛瑄就認為「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

也」。24誠然，書院從宋代開始就是理學家進行其教育活動的主要舞臺，因此

書院和理學在這個意義上是互為表裏的，並在某一個程度上同時成為官學和

科舉的對立面、競爭者，或者替代選擇。 25 這樣的情況在明初還是存在的，

諸如吳與弼（1391-1469）、胡居仁（1434-1484）和陳獻章（1428-1500）等
南方理學大師便充分利用了書院講學這一平臺廣招門徒。其中的明顯例子包

括吳與弼的小陂書院，即後來的康齋書院。或者又如吳與弼的弟子胡居仁在

禮吾書院、南谷書院、碧峰書院所扮演的主導角色，以及對棠溪書院和麗澤

堂，甚至是白鹿洞書院的影響。抑或如吳與弼的另一位學生陳獻章對興建書

院的積極參與，以及他和其他書院興建者的緊密聯繫。26 

從南宋朱熹一直到明初南方理學大師，雖然都利用書院作為傳播其理學

思想的舞臺，並對於官學有所迴避，但這是不是理學在教育體系或機構中傳

播的唯一形式和選項呢？對於明初的理學大師而言，國家育才和選才的政治

24 明．薛瑄，《讀書錄》，收於《薛瑄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1222。
25 雖然從南宋末期開始就出現了所謂「書院官學化」的現象，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各代學者，

尤其是理學家，一直都有從事興建和主導獨立於官學系統外的書院的努力。關於「書院官

學化」，可參考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頁155-195；John W. 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pp. 93-94；徐梓，《元代書院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00），頁126-145。

26 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68。明．胡居仁，
《胡文敬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頁10-14、
18-20、38-57；卷3，頁1、4-5、16。明．陳獻章，《陳白沙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卷1，頁23-24、31-41、44-49；卷2，頁18-20、65；卷6，頁61-62；卷7，頁44。另
見Koh Khee Heong, “East of the River and Beyond: A Study of Xue Xuan (1389-1464) and the 

Hedong School”(Ph.D. di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06), pp. 18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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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以及理學家傳播理學的教育理想是必然南轅北轍，水火不容的嗎？國家

的政治目的和理學家的教育理想可以合二為一嗎？

由於無論是在明代書院研究或者理學研究中，學界長期將視角和焦點鎖

定在南方的文化圈子和活躍於南方的理學大師上，所以上述官學／科舉和書

院／理學的二元法是很容易為人所接受的。本文的主旨就在於指出，北方儒

者，至少是明初北方理學之翹楚─薛瑄，對這個問題其實有著非常不同的

主張和立場。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僅有助於我們了解薛瑄的思想，也將深化

我們對於南北理學傳統的差異之認識，並且允許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南北

教育和學術的發展史。

薛瑄，字敬軒，諡文清，山西蒲州河津人，是有明三百年間第一位從祀

孔廟的明朝人，也是明代北方最重要的理學系統河東學派的奠基人。27 薛瑄

在天順元年（1457）由大理卿升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並入文淵閣參
預機務。那一年二月，薛瑄便參與主持該屆的會試。在《會試錄》完成後，

薛瑄負責寫了一篇序。可是有同考官批評他的〈序〉中「『正學復性』數字，

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之。」28 薛瑄到底在該篇〈會試錄序〉中寫了些什

麼？這和本文希望理清的官學和理學家之關係的目的又有什麼關聯呢？

簡單地說，在薛瑄的觀念中，國家育才和取才的政治目的，和他作為一

位理學家希望傳播聖人之道的教育理想是可以結合的。而且他主張政府的政

治目的和理學家的教育理想，是應該在官學教育乃至科舉制度中相結合的。

抽象地說，在理學的傳統中，「體」和「用」的統一，「內聖」和「外王」

的結合，都是理學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29 但是最高境界的理論追求是一回

事，理學家具體的教育主張和實踐又是另一回事。所以薛瑄這樣的一種尋求

國家政治目的和理學家教育理想在國家體制中的官學結合統一的立場，不僅

和朱熹以來理學傳統中對於書院的重視不同，和同時期南方儒者的事業也迥

27 有關薛瑄從祀孔廟始末，見許齊雄，〈我朝真儒的定義：薛瑄從祀孔廟始末與明代思想史

的幾個側面〉，《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7: 93-114；Koh Khee Heong, “Enshrining the First 

Ming Confuci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2 (2007.12): 327-374.

28 明．楊鶴，〈薛文清公年譜〉，收於《薛瑄全集》，頁1725。
29 李弘祺在討論宋代太學生的政治活動時就指出他們的「活動的理論和實踐帶有非常強烈的

理學色彩」。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頁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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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書院，從來就不曾出現在薛瑄的教育藍圖之中。後來在薛瑄里居時雖然

也有不少人慕名前來從學，但是薛瑄未嘗將自己教授學生的住所提升為「書

院」，或是另謀一處地方興建書院來授徒。換言之，薛瑄縱使是在有限的教授

活動中，也一直沒有將其活動「機構化」或者「體制化」。薛瑄本身允許自己

有私人教授的活動，卻始終不願意在國家官學系統之外另闢機構。在他的諸

多有往來的士人中，也不見他為任何其他人創建或重修書院的事跡作記。因

為作記本身就是一種認可和支持，所以在薛瑄的思想世界裏，「書院」徹底

缺席了。

（二）分析薛瑄所撰的相關記文

本文接著將通過集中分析薛瑄所撰寫的十五篇各地官學或文廟重修的記

文，來進一步了解薛瑄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30 從表一中不難發現，除了〈邵

陽縣重修廟學記〉一篇是為了位處南方的邵陽縣廟學所作外，其餘各篇主

要是為平陽府轄區內的官學而作，其次是為與平陽府僅一河之隔的西安府境

內各地所作。薛瑄雖然被視為河東學派的奠基人，可是其學術活動其實並不

以河東這一地理範圍為限。河東學派的實際勢力範圍其實是一個跨越黃河之

東，並且是以山西平陽、陝西西安、和河南河南三府為核心的學術潮流。其

中，位處黃河小北幹流西岸的西安府和河東（位處黃河小北幹流東岸的山西

平陽）關係最為緊密。31 

從這個角度觀察，唯邵陽縣一篇是薛瑄以御史監湖廣銀場的身分而為該

邑所撰寫的；意即只有這一篇是薛瑄以國家官僚的身分寫作。在撰寫其餘各

篇時，薛瑄是以一位在地人或者鄉賢的身分為之的。薛瑄在1421年中進士，
是年五月便回河津，直到1424年才又從河津往河內縣從其父。所以第一篇
應該是新科進士回到家鄉時所撰寫。第二篇是記錄薛瑄家鄉河津縣之廟學在

1429到1435年期間內的某一時段所進行的整修工程。薛瑄於1433年便回鄉 

30 如前所引高明士的研究，左廟右學或前廟後學是國家教育機構官學的基本形式，「廟」和

「學」是一個整體。所以本文也將薛瑄對文廟重修活動的記述同樣視為足以反映他對「官

學」的立場之資料。而且很多時候，「廟」、「學」是同時修整的。

31 有關河東學派的跨地域性質，見Koh Khee Heong, “East of the River and Beyond,” pp. 153-

162。「小北幹流」是歷史地理學家的用法，見王元林，〈明代黃河小北幹流河道變遷〉，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4.2(1999.3): 18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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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薛瑄所撰儒學與文廟重修記文

地　　點
撰寫年代 篇　　名

省 府 州 縣

  1 山西 平陽 絳州 1421 〈絳州重修廟學記〉

  2 山西 平陽 蒲州 河津 1429-1435 〈河津縣重修廟學記〉

  3 湖廣 寶慶 邵陽 1429-1432 〈邵陽縣重修廟學記〉

  4 山西 平陽 蒲州 1447 〈蒲州重修廟學記〉

  5 山西 平陽 絳州 1436-1449 〈絳州大成廟碑〉

  6 陝西 慶陽 寧州 1458 〈寧州重修廟學記〉

  7 山西 平陽 蒲州 河津 1458 〈重修儒學記〉

  8 陝西 西安 華州 1457 〈華州重修廟學記〉

  9 山西 澤州 陵川 1457 〈陵川縣廟學重修記〉

10 山西 平陽 隰州 大寧 1457 〈大寧縣儒學重修記〉

11 陝西 西安 乾州 永壽 1457 〈永壽縣大成廟碑〉

12 山西 平陽 1461 〈平陽府儒學重修記〉

13 陝西 西安 同州 韓城 1461 〈韓城縣重修學碑〉

14 山西 平陽 蒲州 1460 〈蒲州廟學重修碑〉

15 山西 平陽 解州 安邑 1463 〈安邑縣修孔子廟碑〉

1. 本表「撰寫年代」不一定就是記文撰寫的那一年，因為在資料中往往並未標示具
體的撰寫年份。我們從文中所能掌握的多是修整計畫開始的年份，而無從知道相

關人士是什麼時候前來向薛瑄求文，更遑論知道薛瑄到底是何時動筆的。各個廟

學整修的時期介於五到十三個月之間，廟學記的撰寫在理論上也不應該拖延太

久。所以本文便將廟學整修的年代當成是記文大略的撰寫年代，更何況本文最為

關心的，其實是這些文章在時間軸上的相對位置。有些時候，記文中甚至沒有透

露整修工程的年代。所以在第二篇記文中，本文就只好以相關知縣在職的年代替

代之。又例如在第三篇記文中，我們從文中知道薛瑄是在到邵陽縣方應學官之請

而作記，所以本文便以薛瑄在湖廣期間的年代代替之。總之，這十五篇記文並不

是依照嚴格的時間先後秩序排列的，只是一個大概的相對年代。關鍵是，本文將

論證這十五篇記文其實可以分為在兩個不同時段內的兩組作品，而且體現了薛瑄

前後兩個時期的思想發展。因此只有其相對年代是重要的。

2. 本表編號1-6之出處分見《薛瑄全集》，頁810-811、812-813、815-816、836- 
837、884-885、848-849。編號7之出處見沈千鑑，《河津縣志》（嘉慶），卷 
9，頁29-30。編號8-15之出處分見《薛瑄全集》，頁850-851、854-856、856-
857、886-887、852-854、892-893、894-896、896-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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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繼母守孝，所以是篇極有可能是薛瑄在守制時以一個在家鄉賢的身分撰

寫的。之後，薛瑄在1444年削籍歸里，直到1449年方才重新起用。所以撰
寫於1436-1449年之間的第四和第五篇極有可能也是其里居時所作。至於最
後十篇，則無疑是薛瑄晚年致仕歸里後的作品。32 無論如何，其以鄉賢身分

撰寫這些記文的論斷是可以成立的，他畢竟不曾任職於這些地方。

而從一個鄉賢的角度來撰寫和地方子弟的教育息息相關的官學重修記文

時，薛瑄的字裏行間並沒有呈現我們在南方士大夫，尤其是理學家的文字中

所流露出來的地方意識。33 在薛瑄的文字中，基本上只有對於國家育才和取

才的政治目的之關注，以及他寄予其中的理學家之理學教育理想。

本文將薛瑄的十五篇相關記文分成兩組來討論。第一組包括前五篇，它

們基本上作於薛瑄中年之前，而後十篇均是薛瑄致仕以後的晚年之作。在對

於薛瑄的「道統觀」和「復性論」之討論中，我認為薛瑄的思想有著十分顯

著的前後發展。34 這是任何研究薛瑄的思想課題都必須注意到的問題，將此

認識用諸本文目前的討論也是可以成立的。

薛瑄是關注教育課題的，在授職之初，他便曾經「上章願就教職，以卒

所學」，可是沒有成功。後來在調任提督山東學政時，他欣然表示「此吾事

也」。35 因此在薛瑄思想尚在發展階段時所撰寫的第一組記文中，基本上都表

現出他對教育「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迂而實切者，學校是已」的重視，這其

實並不令人覺得意外。36 像許多此類記文一樣，這組文章主要的內容莫過於

完成復述重修的緣起、範圍、過程、人員等等始末細節。其重點其實還是在

贊許發起和主持官學重修計畫的官員。畢竟對薛瑄而言，學校的事務至關重

要，而地方官員卻往往忽略之，所以有睿智慎重其事者自然值得嘉許。他亦

32 楊鶴，〈薛文清公年譜〉，《薛瑄全集》，頁1702、1707-1708、1715-1717、1726。
33 有關中國南方的理學和地方意識，可參考Peter K. Bol, “The ‘Localist Turn’ and ‘Local 

Identit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4.2(2003): 1-50; Peter K. Bol, “Neo-

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 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 A Case Study,” in Paul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41-283。
34 許齊雄，〈薛瑄的「道統觀」和「復性論」〉，《明清史集刊》9(2007.9): 49-61。
35 楊鶴，〈薛文清公年譜〉，《薛瑄全集》，頁1704、1710。
36 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18〈絳州重修廟學記〉，《薛瑄全集》，頁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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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引用《春秋》之例來說明其重要性：

竊觀《春秋》，凡用民力，雖時且制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當時魯僖公嘗

修泮宮矣，而不《經》見者，以學校為政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37

當然參與修整工程的除了官員外，還有就學其中的諸生。他們「始終盡

心盡力，無懈於其間」或「盡心竭力，無所懈怠」也是應該誇獎的。38 此外，

在「科舉必由學校」的明代，國家育才和取才的政治目的其實是不言而喻

的。可是薛瑄並沒有在第一組文章中特別強調這層意思，雖然他在復述蒲州

廟學的重修時曾指出「念廟學實國家崇建教道，人才所自出，關係甚大，一

州之政，宜莫先焉」。39 

如果說薛瑄的第一組記文中主要的內容還是記述性質的，他在第二組記

文中就顯著地開始發表許多議論。例如他對於國家興建廟學的政治目的發揮

道：

夫以國家建廟學，有關於治道重且急如彼，⋯⋯故知隆治道，必本於養賢

才；養賢才，必本於崇聖道。則為師者，必當以道率人；為生徒者，必當以

道治己。教以道立，才以道成，推之於用，斯道之澤，無往不被。庶幾有補

於治道，而上不負國家建立廟學之意。40 

在薛瑄看來「隆治道」、「養賢才」和「崇聖道」是環環相扣的。所以

無論是官學教官之率人或者官學生員之治己，都必須以道為基礎。而以道立

教自然可以以道成才，那麼這些成才之人就可以為國家所用。所以在薛瑄看

來，國家興建廟學固然有其政治目的，但是這個政治目的之根本必須還是聖

人之道。當然，將國家育才和取才的政治目的和理學家自己的教育理想相互

結合，所呈現出來的其實也可以說是理學家的理想政治藍圖。像這樣的論述

和發揮不見於薛瑄早年的同類文章之中（第一組記文）。

薛瑄在〈華州重修廟學記〉中就總結道：

予惟大莫大於道，吾夫子備是道，為賢於堯舜之聖。我朝以道治天下，崇重

37 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19〈蒲州重修廟學記〉，《薛瑄全集》，頁837。
38 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18〈絳州重修廟學記〉，《薛瑄全集》，頁811；〈河津縣

重修廟學記〉，《薛瑄全集》，頁813。
39 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19〈蒲州重修廟學記〉，《薛瑄全集》，頁836。
40 同上註，〈寧州重修廟學記〉，《薛瑄全集》，頁849。



漢學研究第 27卷第 1期98

夫子之道，俾通祀於內外學校。蓋欲以道育賢才，而資世用也。⋯⋯則為師

者，必當以道率人；為士子者，必當以道自勵。講是道，求是道。士子之匯

進於明時者，咸以道忠乎國而愛乎民。或至裨大化，建大節，亦卓然惟道之

與歸。41

薛瑄反復強調的國家以之育賢才、資世用的道不是一個模糊抽象的道，

而是理學家心目中扎扎實實的聖人之道。而薛瑄心目中的明代教育就是本諸

這個聖人之道來育才、取才。這個他心目中明代教育中的道和宋明理學傳統

中的「道統」是相呼應的。42 而薛瑄心目中這個正確的教育原則的命運和道

統一樣坎坷。他指出：

自漢唐以來，英賢之君亦未嘗不以興學為急務。但其時道絕於孟軻氏，百千

載之間，而教人之法或溺於專門詞章，或雜於異端術數，視三代學校之政為

有間矣。43

所以在薛瑄看來，明代官學之最為成功的地方，就是國家的教育方針一

以理學聖人之道為圭臬，並一掃前代之弊端。他自信而驕傲地宣稱：

逮我皇明統一萬方，道隆千古，內建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而師弟子之所

講習《小學》、《四書》諸經史之義理，皆本於周、程、張、朱之說，以求

堯、舜以來千古聖賢之道。而前季訓詁詞章、異端功利、偏曲支離諸說，皆

不得淆雜乎其真。由是濂、洛、關、閩之學，得以備施於學政，盛行於天

下，而大有以復古昔明道明倫之盛。44

而這種對於明代教育完美而且完整地通過宋明理學傳統中程朱一派的系

統，進而恢復到三代的理想境界的理解和信心，在薛瑄處是真誠的。他在另

一篇記文中謂：

41 同上註，〈華州重修廟學記〉，《薛瑄全集》，頁851。
42 有關理學道統的討論，可以參考Wm. Theodore de Bary, 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9; 

Wm. Theodore de Bary, The Message of the Mind in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8-32; 陳榮捷，《朱子新探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頁287-291；Thomas H. C. Lee,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pp. 255-276.

43 薛瑄，〈重修儒學記〉，清．沈千鑑，《河津縣志》（嘉慶）（《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7
冊，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 9，頁29-30。

44 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19〈平陽府儒學重修記〉，《薛瑄全集》，頁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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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初即稽古建學。教人之法以為接孟氏之傳，惟程朱之學之道為至醇。於

是既內建大學，又外設郡縣學。教人取士之法，必以程朱氏之說為主。而上

遡羲、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思、曾、孟氏立教垂世之

典。由是三代教人之法，煥然復明於世，猗與盛哉！ 45

薛瑄對於明代的官學教育所呈現出來的過度樂觀和自信，誠然有近乎

自我陶醉甚至催眠的地步。但是薛瑄是否正確地評估明代官學教育是一事，

薛瑄如何理解明代官學教育和理學的關係，意即他如何看待國家政治目的和

理學家教育理想的關係是另一事。本文所關注的是第二個問題。因此對他來

說，「為師為生徒者，其必仰思朝廷建學之意，篤志講明正學而無怠。庶幾

人才所出有實用，而風化之美亦延及於支屬。」46 國家的政治目的始終是為其

所關注的。

（三）「復性」與明代學政

從第一組記文中的記述性文字，到第二組記文的議論性內容，我們不難

得出晚年薛瑄對於國家政治目的和理學家教育理想相結合的立場，是他後期

思想成熟後之產物的結論。雖然在其《讀書錄》和《讀書續錄》中有不少批

評士子只關注登科入仕或沉溺詞章的文字；47 但是這反映了他和朱熹等理學家

一樣，並不反對科舉考試，或是無視國家取才的需要。在薛瑄的思想中，對

於理學聖人之道的學習和掌握，以及應試入仕是不矛盾的。批評汲汲追求科

第者，恰恰正是因為他們割離了理學理想與政治責任。

到目前為止，薛瑄的議論只是反映了其將國家的政治目的和程朱一派的

理學之道的傳承發揚結合起來的立場。對於這一套和國家政治目的相結合的

理學思想，他是否提出了更為精確的描述或者詳細的內容呢？答案是肯定的。

薛瑄理學思想的核心就是「復性」二字。48 「復性」之於薛瑄，就如「良

45 薛瑄，〈重修儒學記〉，《河津縣志》（嘉慶），卷 9，頁30。
46 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19〈平陽府儒學重修記〉，《薛瑄全集》，頁854。
47 薛瑄，《讀書錄》，《薛瑄全集》，頁1033、1040、1049、1069、1075、1122、1222；《讀

書續錄》，《薛瑄全集》，頁1299-1300、1327、1397、1466、1475。
48 陳榮捷認為薛瑄「復性」思想得自張載（1020-1077）的學說。Chan Wing-tsit, “The Ch’eng-

Chu School of Early Ming,” in Wm. Theodore de Bary,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7。而侯外廬則認為他同時受到周敦頤（1017-

1073）和張載的影響。侯外廬等主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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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於王守仁。49 在薛瑄的理學思想中，「道」是「聖人『性之』而無不

盡，賢者『復之』而求其至，凡民則『日用而不知』也」；換言之，「『性之』

者聖人也，『復之』者賢人也，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矣」。50 「復性」就是

後儒的成聖之道，亦即理學家共同的追求。畢竟「盡性者聖人，復性者賢人

至於聖人。聖人相傳之道，不過於此」。51 總之「千古聖賢教人之法，只欲人 

復其性而已」。52 而「復性則可以入堯、舜之道」。53 最終「求復仁義禮智之 

性，即是『道學』」。54 據載薛瑄臨終前有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

性天通」，此正是他一生理學修為的明證。55 

那麼薛瑄的「復性」思想和他的教育理念又有什麼關係呢？在本文人為

頁127。張學智則認為薛瑄綜合周、程、張、朱之性論，而在人性論方面，取自朱熹者最
多。張學智，《明代哲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16-17。古清美則認為薛
瑄論學雖守住「性」之宗旨，但在心性的體驗上已經跨出一步。她也認為這使得明代後學

知道心性之說一定需要脫離理論往前走，而這體現了理學入明後漸漸顯現的不同風貌及變

化的端倪。古清美，《明代理學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頁18。同時，陳榮
捷也提醒學者注意包括薛瑄在內的明初理學家的轉變。見Chan Wing-tsit, “The Ch’eng-Chu 

School of Early Ming.”pp. 32-38. 關於薛瑄「復性論」的討論，還可以參考容肇祖，《中國

歷代思想史—明代卷》（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頁62-72；李元慶，《明代理學大
師—薛瑄》（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3），頁221-290。在薛瑄思想的研究中，也
有學者強調他在「理氣論」上對於朱熹學說的改造。李元慶，〈薛瑄決非僅僅「恪守宋人

矩矱」的理學家—對黃宗羲一條斷語的辨析〉，《運城師專學報》1987.3: 1-7轉13。不過
筆者曾指出上述的部分研究成果在方法和視角上存在著一定的問題。Koh Khee Heong, “East 

of the River and Beyond,” pp. 40-43, 53-75。總之，我認為薛瑄的「理學」思想即使和朱熹
的觀點有一些差異，而這些細微的差異雖然有助於我們注意明初的變化，卻不足以改變薛

瑄整體上還是堅守程朱立場的事實。另一方面，目前也沒有證據顯示這些細微的理學差異

足以解釋薛瑄在教育理念，尤其是對於官學系統的態度上之所以異於朱熹的原因。

49 薛瑄的哲學思想以「復性」為宗旨，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7〈河東學案〉，頁3a；張

廷玉，《明史》，卷282〈儒林一〉，頁7229；明．李賢，《古穰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卷13，頁1-6。

50 薛瑄，《讀書續錄》，卷1，《薛瑄全集》，頁1306、1309。
51 薛瑄，《讀書續錄》，卷5，《薛瑄全集》，頁1426。
52 薛瑄，《讀書續錄》，卷5，《薛瑄全集》，頁1423。
53 薛瑄，《讀書續錄》，卷8，《薛瑄全集》，頁1460。
54 薛瑄，《讀書續錄》，卷11，《薛瑄全集》，頁1480。
55 楊鶴，〈薛文清公年譜〉，《薛瑄全集》，頁1729。另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7〈河東

學案〉，頁1a、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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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劃分的第一組記文和第二組記文的框架中，其實還有進一步細分的餘地。

即薛瑄三篇致仕里居時所撰寫的記文在第二組中其實還可以，也必須另外處

理。這三篇撰寫於十五世紀六十年代的記文，確實是薛瑄一生中所作的最後

幾篇文字。它們異於第二組中其他篇章之處，就在於薛瑄正式提出「復性」

思想和官學教育的關係。也就是說，到了薛瑄一生中的最後幾篇文字中，他

認為國家的政治目的必須和薛瑄自己的哲學思想之核心結合。

所以薛瑄指出「余惟爰自隆古，神聖御極，未嘗不以學政為先」。但是

這個學政是有哲學理據的，意即它是建立在理學家所認識的人性論的基礎之

上，而且是三代盛治時的產物。之後當然就體現在聖賢相傳的思想之中。薛

瑄說：

蓋以人之性出於天，而性即理，理無不善。其氣質則有清濁之異，故不能皆

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以復其初。聖神君師億兆，必施治教，俾氣質清濁不

齊者，皆有以變化之而復其性。若唐、虞之司徒典樂，夏、商、周之庠序學

校，皆教人之政也。是以當時治化人才，極其隆盛。時至東周，學政不修，

有若孔子之大聖，雖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其教人之法曰「仁」曰「性」與

「天道」之類，則皆本於復性。故顏、曾、思、孟者，宗其教而與乎斯道之

傳。及孟子沒，性學不明。

那麼，孟子沒後，中國千年來的學政應該如何評價呢？薛瑄堅持「漢唐

間，雖或建學立師，而教人之法則異乎古矣」。那麼對他而言，重新掌握和發

揮聖人之道的自然是宋代理學家了。他認為「至宋周、程、張、朱，真儒繼

出，大有以發揮堯、舜、三代、洙泗教人之法。雖亦不得施之學政，而性理

以之大明」。那麼要將聖賢教人之法貫通於學政，恐怕要等到明代吧？薛瑄認

為「我皇明統一寰區，大興文治，內自國都，外薄四海，莫不建學立師。其

學政則純用聖賢教人之法。治化人才之盛，聿追隆古，夫豈漢唐所能仿佛其

萬一哉！列聖相承，咸重斯道，數申敕天下，以時修舉學政，勿俾廢弛」。那

麼讀書其間的士子們，只要依據國家學政的課程就能夠窮理復性，自可為忠

臣孝子。薛瑄說：

為生徒者，其深體聖朝隆古教法，究濂、洛、關、閩之學，以上溯洙泗、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必由經以窮理，窮理以復性。為臣盡



漢學研究第 27卷第 1期102

忠，為子盡孝，與凡職分之所當為者，無不盡斯。56

薛瑄前後為蒲州廟學的重修活動寫過兩篇記文。第一篇是一般的記述性

文字，第二篇的主要內容簡直就是薛瑄的教育宣言。而貫穿後者的，就是堅

持明代學政足以和三代盛治媲美，而明代學政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明代

儒學「以復性為教」，官學教育和科舉都以之為本。所以他不厭其煩地詳細發

揮道：

余惟古之學政，考之載籍可見已。蓋自夏、商、周以上之教法，皆可以復人

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者是也。漢唐歷代，雖

或建學，而道學不傳，又為異端雜術所淆，而知以復性為教者，鮮矣！至宋

道學復明，朱子序《大學》有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

職，典樂之官，以及三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皆所以復其性。故又

曰：「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俯焉以盡

其力」者，此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內外建學，其所以育天

下之英才者，皆以復性為教。故凡五經、四書、《小學》、性理書，自周、

張、程、朱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

思、孟之道。學校之講學者既一於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於是，推之禮樂

政治者，莫不一於是。是以學政粹然一出於正，而異端雜術不得以淆乎其

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為教者之可擬哉！ 57 

又或者當他說「我皇明建學，純法隆古。既正聖賢之祀典，教人之方，

則自周子、張、程、朱子以上，溯孔、顏、曾、思、孟子、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道，以復性為先，明倫為本，而異端雜學，皆不得以淆

乎其間。是其學政又非漢唐歷代可擬」58時，也是這層意思。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也可以說薛瑄晚年進一步將自己的哲學思想之

核心的傳播（即其教育理想），寄託於國家的官學和科舉制度（兩者為政治目

的服務）之中了。除了這幾篇記文的分析外，關於薛瑄結合國家政治目的和

理學家教育理想於官學和科舉中的重要證據，就是前面提到的〈會試錄序〉。

薛瑄謂：

56 以上引文俱見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21〈韓城縣重修學碑〉，《薛瑄全集》，頁
892-893。

57 同上註，〈蒲州廟學重修碑〉，《薛瑄全集》，頁894-895。
58 同上註，〈安邑縣修孔子廟碑〉，《薛瑄全集》，頁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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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切惟為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

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 59

可見對於薛瑄而言，無論是科舉還是官學，都是為了國家育才和取才，

而國家要有效地達到這個政治目的，就必須以「復性」為學政教育之根本。

「復性」既是薛瑄哲學思想之核心，自然是他積極希望推廣的理學思想之呈

現。60 所以即使有同考官請他更易這些內容，薛瑄以「某平生所學，惟此數

字而已」拒絕了。61 

（四）書院、人口和思想

薛瑄作為明初北方最具影響力的理學家，其表現出的教育視野和南方儒

者有著明顯的差異。薛瑄的教育理想緊密地依附於國家體制（科舉與官學）之 

上，這和宋代以來理學家利用書院以傳播其思想的傳統無啻迥異。我們不

能簡單地以入明以後，理學已經成為官方教育和考試的標準內容來解釋其不

同。因為如本文之前已經舉證說明，和薛瑄同時期的南方儒者所呈現出來的

形態就和他南轅北轍。例如吳與弼等「崇仁」學派中人，還是通過興建或出

掌書院來傳播其思想，或是和其他書院建設者有著密切往來。62 所以癥結還

59 〈會試錄序〉中關於三代理想學政，漢唐教育失誤，程朱理學扮演的角色，和明代學政的正

確性等的討論，與上引第二組最後幾篇記文的內容大致相同，故不繁引。見薛瑄，《文清

公薛先生文集》，卷17，《薛瑄全集》，頁796-797。
60 關於理學傳統中「性」和「復性」的討論很多，由於本節主要是分析薛瑄認為其「復性」

思想和官學教育系統應該具備的關係，所以對於「復性」的哲學分析就無法於此深入探討。

61 楊鶴，〈薛文清公年譜〉，《薛瑄全集》，頁1725。
62 學界一般都以吳與弼和胡居仁為程朱理學一脈的學者，而以陳獻章為明代「心學」的起

始。所以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也將「崇仁」和「白沙」學案分離。他認為「而作聖之

功至先生（陳獻章）而始明，至文成（王陽明）而始大」。黃宗羲，《明儒學案》，卷5〈白
沙學案〉，頁2b。也有學者強調吳與弼的「篤志力行……至其大端，與陳獻章並無實質的區

別」，侯外廬，《宋明理學史》，頁145。此外，雖然胡居仁和陳獻章的生命風格和學問風
貌確實存在極大的差異，但是學者也承認他們共同師事吳與弼，並效法其師「絕意科舉，

慨然志於道」的作風。所以就他們二人「思想的內容與特質而言，學問是已分派，然而得

之於同門的篤踐和靜修卻仍隱約渙發著一種密契的精神」。呂妙芬，《胡居仁與陳獻章》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頁107-111。我認為在同樣的基礎上，他們三人對於私人的
書院活動的立場也是一致的。學者認為吳與弼教學的小陂書院就是一個私人性質的「義

塾」。到了1430年，因為前來學習的生徒日眾，吳與弼立《學規》以管理。學者進一步指
出，吳與弼為學生提供的是一個在習文和科舉以外的「替代的教育方式」。其生徒多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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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於薛瑄和南方儒者對於國家教育體制（科舉與官學）和私人性質的教育

機構（書院）所持的不同態度。63 

書院的興盛程度在中國南方和北方本就不同。到了明初，書院的復興歷

程自然也呈現出不一樣的面貌。例如依據白新良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明初

山西和江西在興建和重修書院上就有天壤之別（表二）。64 在薛瑄有生之年，

山西地區的書院建設活動實是鳳毛麟角。

表二　明初晉、贛兩省書院的統計數字

年　號
山　　西 江　　西

興　建 重　修 興　建 重　修

洪武（1368-1398） 0 1 7 4
永樂（1403-1424） 0 1 2 4
宣德（1426-1435） 1 0 1 1
正統（1436-1449） 0 0 4 3
景泰（1450-1457） 0 0 3 6
天順（1457-1464） 0 1 0 4

總　　數 1 3 17 22

Hymes 主張，既然中國南方的人口密度遠遠超越中國北方，其城市文化
更為蓬勃，商業活動更加活躍；那這樣的人口、文化和經濟背景自然為中國

南方的書院提供了一個允許其更為興盛發展的環境。65依照這樣的邏輯，則我

絕意科舉，並以教授鄉里為志業。M. Theresa Kelleher,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the Pursuit 

of Sagehood”(Ph.D. di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82), pp. 243-245, 250-262； 

明•吳與弼，《康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8，頁43。
63 我之前已經提到從南宋開始就已經出現「書院官學化」的現象，到了元代，這個趨勢就更

為明顯了。但是我們並不能依據這樣的發展歷史，而否定理學家一直以來都有興建自己的

書院以進行講學活動的努力。關於元代書院官學化和科舉考試的關係，可參考李兵，《書

院與科舉關係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24-136。
64 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頁56-65。
65 見Robert P. Hymes, “Some Thoughts on Plague, Population, and the Sung-Yuan-Ming 

Transition: The McNeill Thesis after Twenty Years,”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Sung-Ming Transition, org. Richard von Glahn and Paul Smith, Los Angeles, Summer 1997, 

revised version 2001, 尤其pp. 15-16.



105許齊雄／國家政治目的和理學家教育理想在官學和科舉的結合

們可推論得出薛瑄高度仰賴國家教育體制而忽視書院的原因，僅僅是因為北

方缺乏有利於書院發展的土壤。

但是這樣的推論還是可以商榷的。書院的建設無疑需要三個重要的條

件：資金、需求、意願。沒有一定的經濟支持，興建和重修書院自然不可能

辦到；沒有足夠的學生來源，書院也沒有開辦的意義；沒有主事者的意願，

當然談不上任何具體的行動。就第一個條件而言，薛瑄個人雖然並不富裕，

可是從內閣學士職位上退休回家的一代理學大師，如果尋求地方政府和鄉紳

的支持，想必倒也不難。就第二個條件來說，北方的人口密度雖然比較低，

這並不表示該區域的士子就沒有在官學系統以外尋求名師指導的需求。薛瑄

退休後，雖是「家居不出」，但「四方從學者日眾，至市館不能容」。因此希

望從學於薛瑄的「市場」是存在的。而薛瑄「拳拳以復性教人」，所以其理學

的教育理想也是存在的。66

因此，關鍵其實是在於唯一欠缺的第三個條件，即薛瑄沒有將其教學的

場所和行為制度化為書院體制的意願。歷史上，在河津縣城確實有一座文清

書院。但是在薛瑄生前，此處其實只是「薛先生舊宅一區，乃先生退休講學

明理之處」，而不是一所書院。67 沒有書院之名，自然就沒有隨之而來的學 

規、學田。沒有這一切，就自然不是一個體制化的教學活動，而屬於嚴格的

私人行為。如此則不會和國家教育體制下的官學系統形成競爭的狀態。

不僅如此，通過分析薛瑄一生中所撰寫的特定文類，即廟學重修記文，

本文主張薛瑄對於官學和科舉以及理學思想的關係之認識，應該分為兩個階

段。在第一階段中，中年薛瑄其實並沒有特別期望表達的主張，所以第一組

記文的內容都是記述性的。而晚年薛瑄對於這個問題就已經形成自己的一

套看法。他在第二組記文中，時時要求國家育才、取才的政治目的，應和理

學家對於傳播理學聖人之道的教育理想結合起來。尤其是在他最後幾篇文字

中，更是直接將其哲學核心「復性」和明代國家學政統一起來。

薛瑄異於其尊崇備至的宋儒，以及與其同時期的南方儒者的教育事業，

不是簡單地基於諸如人口、經濟、文化等客觀條件之有無與否。本文主張，

66 楊鶴，〈薛文清公年譜〉，《薛瑄全集》，頁1726。
67 王盛，〈薛文清公書院記〉，《薛文清公行實錄》，卷3，《薛瑄全集》，頁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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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關鍵應該是薛瑄的教育思想本身。68 他既然主張國家的政治目的和理

學家的教育理想應該結合，他就自然沒有去推動書院教育的必要。所以長期

以來的官學／科舉和書院／理學的二元劃分法是需要檢討的。至少對明初北

方儒者的代表人物薛瑄而言，書院並無存在的必要，因為他認為其他各項是

應該統一的。

薛瑄的這種將理學教育理想投射在國家教育體制上，並尋求與國家政治

目的結合的視角，反映出的其實不僅僅是他的教育思想，而是他對於國家與

社會，或者說國家權力與體制和社會精英的空間之間的關係之態度。例如在

宗族問題上，南方儒者會強調士紳在其中的領導地位，並將宗族組織視為家

庭和國家之間的一種社會空間。而在這個空間之內，權力基本上屬於士紳階

層。但是在薛瑄對於宗族組織的認識和討論中，這種空間也是不存在的，就

如同書院的空間也是缺席的一樣。69 在薛瑄的整體思想之中，在個人和家庭

之外，就是國家的體制和權力的運作；南方士人階層的地方性傾向和社會空

間的建構於此是不存在的。這裏又涉及一個更大的南北社會史差異之課題，

於此就無法深論了。

四、結　論

在宋代以後的教育史發展中，我們一方面看見越來越成熟的官學系統與

科舉制度，以至最終在明代出現了「科舉必由學校」的局面；另一方面我們

也看見南宋理學家對書院的復興，並以之作為傳播其理學思想的空間。在這

個雙行的發展過程中，官學和科舉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理學家也愈來愈致力

於推動書院建設和講學，以實現其「為己之學」的教育理想。雖然中間難免

出現日益普遍的「書院官學化」的情況，但是理學家的私人教育活動也未曾

68 關於薛瑄教育思想的討論可以參考郭振有，〈略論薛瑄的教育思想〉，趙北耀主編，《薛瑄

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頁116-129；郝星久，〈薛瑄的教
育思想〉，《晉陽學刊》1983.6: 98-102。到目前為止，學者對於薛瑄的教育思想之討論還是
通過抽象地分析其相關方法論的形式進行。本文在方法上的一個嘗試就是希望，在將薛瑄

的教育思想放到整個宋代以後的教育史框架中考察的同時，也要結合他對具體的教育機構

和自己的理學宗旨之關係的理解來加以剖析。

69 Koh Khee Heong, “East of the River and Beyond,” pp. 7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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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過。這樣的現象在明初也是如此。

官學和科舉自然是為了國家育才和取才的政治目的而服務的。官學和科

舉所代表的國家政治目的，以及理學家在書院推動理學思想的教育理想，是

容易被人們理解為處在一種對立之中。但是北方大儒薛瑄對於這個問題的立

場激發我們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尤其是當和他同屬一個時代的南方儒者依

舊使用過去的手段，即在書院進行私人教育活動來達到理學家的教育目的；

而薛瑄晚年卻強烈地主張理學傳播，尤其是其「復性」思想應該和官學與科

舉結合起來時，我們就不得不檢視我們固有的想法了。

本文論證了薛瑄不同於其他儒者的立場，於此本文將進一步討論薛瑄

何以會呈現這樣的態度。我們或許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通過對薛瑄的「道

統觀」和「復性論」的討論，我認為薛瑄的「道統觀」和明初北方儒者給自

己在理學傳統中定位的心理和理論需要其實是互為表裏的。而薛瑄的「道統

觀」允許後代儒者在沒有師承背景下，直接通過掌握宋儒文字中的「道」，即

可掌握「天命之性」，並同時也繼承了理學的道統。而「復性論」就是對這個

「天命之性」的掌握之理學描述。後代賢人儒者既然可以，也應該「復」這個

「性」；那麼他們自然也可以無需師承，完全從宋儒文字中自得之。薛瑄的「道

統觀」和「復性論」顯然地在其思想體系中是相輔相成的，而且同時成熟於

薛瑄晚年退隱里居之時。70 薛瑄這方面的思想成熟於晚年，也正是本文所強

調的其將「復性」思想之傳播公開地寄望於官學系統的同時。於此，其哲學

和教育立場完成了一定程度的結合。

另一方面，我們也認識到薛瑄認為理學的教育理想和國家的政治目的是

可以結合的。更重要的是，他覺得這個結合應該發生在國家的官學體系，而

不是私人的書院傳統中。這不僅折射出其對於國家機器的認同，更凸顯了一

定程度的南北差異。在薛瑄的思想體系下，既然理學的傳播本不需要建立在

任何師承關係上，那麼理學家的教育理想，在這裏就是指薛瑄對於「復性」

思想的普及，就不一定需要在理學家私人興建或者主導的書院中實現。換

言之，在教育理想的層面，薛瑄認為對於理學的掌握，既然不需要倚賴在書

院中建立起屬於私人性質的師承關係，那麼學官在官學中教導宋儒的著作即

70 許齊雄，〈薛瑄的「道統觀」和「復性論」〉，《明清史集刊》9(2007):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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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而生員在官學中學習宋儒的著作並以之應試即可。在這樣的認識下，理

學思想的傳播是可以和官學系統及科舉制度結合的，只要國家的學政明確地

堅持以程朱理學為育才和取才的圭臬。理學家的教育理想和國家的政治目的

在這裏的結合於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至於實際運作時會面對什麼難題，則

是薛瑄未及思考的問題，本文也就無從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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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vergence of the State’s Political Objectives and 
Neo-Confucian’s Educational Vision in Government 

Schools and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 Case Study of Xue Xuan

Koh Khee Heong*

Abstract

Neo-Confucians often used private academies as platforms to propogate 
their teaching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when they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state apparatus of examination and education, comprised mainly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the nationwide system of government schools. In the 
early Ming, Neo-Confucians from southern China were still practicing their age 
old tradition of building, renovating, and teaching in private academies, thus 
effectively positioning themselves as an alternative, if not a challenge, to the state 
system. However, Xue Xuan薛瑄 , the leading Neo-Confucian from northern 
China believed and acted differently. Not only did he refuse to institutionalize 
his privat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an academy, he strongly advocated that the 
state’s objectives of training and recruiting talent should converge with the Neo-
Confucians’ educational vision. In his mind, not only should the state’s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system be based on the Cheng-Zhu tradition 程朱學 , it should 
also include his philosophical teachings on “restoring nature.” Thus, on top 
of reevalua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Neo-Confucians, academies, government 
schools, and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we should also pond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deas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Neo-Confucians.

Keywords: Xue Xuan 薛瑄, government schools,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cademies, Neo-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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